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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层级视角的供应链成员定价决策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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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受到决策者行为特性的影响． 本研究以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

成的供应链系统为研究对象，实施管理实验探究供应链成员定价决策行为． 分别以认知层级模

型、有限理性模型，以及认知层级与有限理性结合的综合模型刻画决策者行为，并对比分析三

种模型的似然估计结果，得出综合模型能够更好地解读供应链成员的定价决策行为，揭示了决

策者定价行为偏离理论决策最优的主要原因是决策者对其他决策者战略能力推理水平的不一

致性信念，以及无法对其他决策者决策做出最优反应的决策偏差． 同时，决策者的认知层级受

到其决策顺序的影响． 相对于先行动者可以获得的信息，由于后行动者可以接收到先行者的决

策信息，所以后行动者的认知层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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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运营管理决策受决策者行为特性的影响，并
非总依从纳什均衡行事． 传统分析方法假设供应

链成员的行为遵循纳什博弈法则，目标为最大化

自身收益． 纳什均衡依赖于两个关键假设，假设

一，决策者是理性的，并可准确地预测其他决策者

的策略；假设二，决策者可依据信念做出应对其他

决策者策略的最佳反应． 然而，纳什均衡源于适

应、进化、交流或模仿，而此均衡演化过程需要时

间，决策者的行为不可能在有限次博弈中迅速

收敛．
放松决策者可准确地预测其他决策者策略的

假设，Ｃａｍｅｒｅｒ 等［１］ 构造认知层级模型（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ＣＨ），刻画决策者的认知层级服从单

参数泊松分布：一些决策者具有战略眼光，可采取

很多推理步骤，而另一些决策者仅具备有限推理

能力，所采取的推理步骤较少． 认知层级模型还假

设决策者认为对手的推理能力不如自己，这可用

决策者对自我认知能力的过度自信来解读［２］ ． ＣＨ
模型放松了纳什均衡的假设一，可以用于解释包

括供应链成员推理能力过强损害成员收益［３］、竞
争市场中的企业过度进入［４］、平台型企业竞争中

的市场集中度千差万别———可能高度集中也可能

高度分散［５］，以及选美竞赛中的高估收敛值［６］ 等

诸多异像．
不同于以 Ｃａｍｅｒｅｒ 等［１］为代表的认知层级理

论的假设———决策者在给定自己及他人的认知层

级信念下理性行事，但对他人认知层级信念存在

估计偏差，以 ＭｃＫｅｌｖｅｙ 和 Ｐａｌｆｒｅｙ［７］为代表的 ＱＲＥ
（Ｑｕａｎ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模型假设决策者

不总能做出最佳选择，却倾向做出更好而非更差

的选择． 这放松了纳什均衡的假设二． 采用 ＱＲＥ
模型可解释一些现象，例如零售商订购时并不总

选择最佳行动［８］、报童模型中订购量拉向中心

效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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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决策者的认知层级与做出最佳响应的能

力水平的视角解读供应链成员的定价决策，本文

考虑包含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供应链系

统，供应商给出批发价，然后零售商决定是否接受

报价；若接受，则零售商给出零售价． 首先分析完

全理性成员及具有不同认知层级成员的决策行

为． 其次招募被试，实施管理实验，并对实验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分别采用 ＣＨ 模型、
ＱＲＥ 模型和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拟合供应链成员的定

价行为，并对比分析三种模型下估计结果． 回答以

下问题：１）如何采用 ＣＨ 模型解读供应链成员在

序列博弈情境下的决策行为？ ２） ＣＨ 模型、ＱＲＥ
模型和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哪个能更好地解释供应链

成员的定价决策．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１）现有将认知层级运用

于供应链情景的研究都是基于多个决策者同时博

弈的情境［３，４］，本文从供应链上下游成员间的博

弈出发，在两个决策者依次决策的情境下，建立

ＣＨ 模型，丰富了在供应链情境中考虑决策者认

知层级的研究； ２）本文将 ＣＨ 模型和 ＱＲＥ 模型

相结合，比对 ＣＨ 模型、ＱＲＥ 模型与 ＣＨ ＋ ＱＲＥ 模

型在解读供应链成员行为的力度差异，得出采用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解读供应链成员定价行为的有效

性更高，即供应链成员的有限理性行为既表现为

过度自信自我的认知层级，从而无法准确地预测

其他决策者的策略，并得出后行动者的认知层级

更高，也表现为无法基于他人的策略做出最优决

策； ３）扩展供应链的结构，分别在供应商占主导

地位（供应商确定批发价与零售价，零售商确定

是否接受该合约），以及零售商占主导地位（零售

商确定批发价与零售价，供应商确定是否接受该

合约）的供应链中构造了 ＣＨ 模型、ＱＲＥ 模型以

及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并基于管理实验数据对主要

结论进行了鲁棒检验．

１　 文献综述

１． １　 放松纳什博弈法则假设

１． １． １　 认知层级模型

纳什均衡假设决策者通过分析其他决策者的

策略，形成对博弈对手决策的准确信念，这被称之

为相互一致性信念． 然而，决策者的行为并非总是

满足相互一致性的信念假设． Ｃａｍｅｒｅｒ 等［１］ 提出

的认知层级模型假设反映了战略思维迭代过程的

决策规则，高认知层级的决策者可计算出低认知

层级的决策者可能做什么，并在给定这些信念下

做出最佳决策． ＣＨ 模型的多层次迭代思维由

Ｂｉｎｍｏｒｅ［１０］提出，并经 Ｎａｇｅｌ［１１］应用于选美竞赛中

的决策行为． ＣＨ 模型中多层次的迭代思维可以

借助于认知数据，例如记忆测试、反应时间、眼睛

凝视和注意力，甚至大脑成像进行检验［１２］ ． 决策

者的认知能力等个体特征是其出现行为偏好的基

础［１３］，同时，认知能力会影响其绩效表现［１４］ ．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和 Ｘｉａｏ［１５］利用 ＣＨ 模型解读电信企

业进入中型市场的策略行为，指出拥有丰富经验、
受过良好教育的企业决策者战略能力更高，能更

好地推测对手的战略行为，偏好进入竞争不激烈

的市场，使得企业更有可能存活并获得更高收益；
即证明了被试的认知层级与被试的实践经验相

关，而本文探究的是被试的认知层级与其所处决

策环境的关系，所以在实验设计时控制了被试的

经验变量． Ｆｅｎｇ 等［１６］ 则提出了一个固定认知层

级水平的动态贝叶斯认知层级模型． 在运营情景

中，Ｃｕｉ 和 Ｚｈａｎｇ［３］在一个供应商与多个零售商组

成的供应链系统中，采用管理实验与数理分析相

结合方式，利用 ＣＨ 模型刻画多个零售商订购行

为及其收益，分析产能分配问题． 现有关于认知层

级模型的研究都是基于多个决策者同时博弈情

境［３，１５，１６］，而本文则基于两个决策者序列博弈的

情景．
本文在刻画决策者效用时，引入了认知负荷．

认知负荷是指决策者在工作记忆中所使用的脑力

劳动量，决策者具有有限的认知负荷［１７］ ． 本文考

虑了认知负荷对效用的影响，即决策者的认知层

级越高，其认知负荷越高，需要付出的决策成本越

高． Ｂａｕｃｅｌｌｓ 和 Ｚｈａｏ［１８］ 以负指数形式刻画时间带

来的疲劳负效用． 本文借鉴 Ｂａｕｃｅｌｌｓ 和 Ｚｈａｏ［１６］ 的

疲劳负效用模型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 的时间贴现效用

模型的精神，以负指数形式刻画认知层级对效用

函数的影响．
１． １． ２　 有限理性模型

纳什均衡假设决策者可对决策问题做出完美

反应，但是，决策者并非总能做出完美的决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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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和 Ｃａｃｈｏｎ［２０］ 在供应链情景下发

现被试的订购量呈现拉向中心现象，被试的决策

偏离了最优决策反应． 现有文献关于被试的非完

美反应多采用有限理性（ＱＲＥ）模型刻画． Ｓｕ［９］ 在

报童模型情境中，利用 ＱＲＥ 模型刻画了被试的不

完美反应行为． Ｃｈｅｎ 等［８］在一个供应商与两个零

售商组成的系统中，使用 ＱＲＥ 模型解释被试并不

总选择最佳行动方案的订购行为． Ｈａｒｕｖｙ 等［２１］在

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系统中，探究批发价格

合同和二部定价合同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讨价还

价行为，利用 ＱＲＥ 模型解读被试关于合同接受与

拒绝的行为．
有限理性（ＱＲＥ）模型放松关于决策者能够

对决策问题做出完美反应的假设，允许参与人的

决策反应存在不完美，但决策者对于其他决策者

行为拥有准确的信念；而 ＣＨ 模型放松了决策者

之间相互一致性假设，允许决策者的认知层级存

在异质性，但决策者能对决策问题做出完美反应．
Ｒｏｇｅｒｓ 等［２２］将 ＱＲＥ 模型与 ＣＨ 模型结合在一起，
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水平与认知层级关联在一

起，建立了两个模型之间的联系． 而本文在一个供

应商和一个零售商序列博弈情景下，分别构建了

ＣＨ 模型、ＱＲＥ 模型和两个模型的综合模型，探究

不同模型对决策者行为的解释力度．
１． ２　 放松最大化自身收益假设

决策者的行为除受自身认知层级及是否能够

做出最佳响应能力的影响，还受其如何确定目标

函数的影响． 决策者不仅关心自身收益，还关心他

人收益． ［２３，２４］也就是说，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物

质幸福帮助具有善良动机的人，人们愿意牺牲自

己的物质幸福惩罚那些不友善的人；并且，随着牺

牲的物质代价的减小，人们更愿意表现出善

意［２５］ ． 在供应链情境中，供应链成员之间博弈时，
成员最大化自身效用（考虑成员间收益分配的公

平性）而非最大化自身收益． 如 Ｌｏｃｈ 和 Ｗｕ［２６］ 指

出，９５％供应商的报价低于其利润最大化假设下

的定价，零售商的定价也低于其利润最大化假设

下的定价．
现有文献存在三类典型的刻画决策者社会偏

好的模型． 一是，Ｒｏｔｅｍｂｅｒｇ［２７］ 提出决策者的效用

受其他决策者收益的影响，其效用函数为自身收

益与其他决策者收益的线性组合． 二是，Ｆｅｈｒ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８］将决策者对公平的追求视为以自我为

中心、对不公平的厌恶． 三是，Ｃｈａｒｎｅｓｓ 和 Ｒｏｂ⁃
ｉｎ［２９］考虑了决策者的不同分配偏好． 观察上述三

类模型，Ｒｏｔｅｍｂｅｒｇ［２７］和 Ｃｈａｒｎｅｓｓ 和 Ｒｏｂｉｎ［２９］所提

出的模型本质类似，决策者的效用均为自我收益

与他人收益的线性组合． 如刘威志等［３０］ 研究了公

平感对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

应链中的定价决策的影响，采用了 Ｒｏｔｅｍｂｅｒ［２７］所
提出的效用函数形式刻画． 而 Ｆｅｈｒ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８］

所构造模型中，决策者的效用为自我收益与他人

收益的拟线性组合． 如 Ｃｕｉ 等［３１］ 采用拟线性函数

形式构造考虑公平感决策者的效用． 聂腾飞等［３２］

将纳什均衡谈判破裂点视为收益的参考点，构建

决策者具有公平感的效用函数．
关于供应链成员公平偏好行为的研究中，多

数公平模型都假设决策者对彼此的公平偏好具有

完全信念，然而该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例如

Ｃｕｉ 等［３１］假设供应商拥有零售商在不公平方面偏

好的完全信息，但也承认完全信息是一种强假设，
而且采用完全信息模型无法（甚至永远）解释被

试的拒绝行为． Ｒｏｔｈ 等［３３］最早提出采用不完全信

息解释拒绝行为，随后，Ｆｏｒｓｙｔｈｅ 等［３４］ 也提及，在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基于不完全信息假设所预

测的被试行为与实验中被试行为表现相一致． 然
而，这两项早期研究都没有定量地刻画被试的不

公平感． Ｂｌｏｔｏｎ 和 Ｏｃｋｅｎｆｅｌｓ［３５］ 建立了关于公平偏

好的模型，他们假定决策者的公平偏好为私有信

息． Ｋａｔｏｋ 等［３６］ 首次假设公平偏好为零售商的私

有信息且具有异质性，分析了供应链情境中批发

价格决策． 依从 Ｋａｔｏｋ 等［３６］，本文假设公平感系

数为私有信息，且供应商和零售商具有不同公平

偏好度．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以一个供应商和一

个零售商组成的系统为研究对象，放松纳什博弈

法则假设与最大化自身收益假设，探究决策者的

认识层级、有限理性度和公平感如何影响决策者

的行为． 与本文最相关研究有两篇． 一是 Ｋａｔｏｋ 和

Ｐａｖｌｏｖ［３６］，此文针对被赋予全部议价能力的供应

商既不能完全协调渠道，也不能获取全部渠道利

润，实施管理实验，得出不公平厌恶和有限理性度

对零售商行为的解释均有贡献，但是 Ｋａｔｏｋ 和

Ｐａｖｌｏｖ［３７］没有从认知层级视角解读被试的决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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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二是 Ｃｕｉ 和 Ｚｈａｎｇ［３］，首次采用认知层级理论

探究供应链成员个体决策者的订购决策行为，但
Ｃｕｉ 和 Ｚｈａｎｇ［３］研究的是多个决策者同时博弈情

景，而本文从决策者序列博弈情景入手．

２　 基本模型及认知层级分析

２． １　 基本模型

考虑包含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供应链

系统，供应商确定批发价 ｗ ，零售商确定是否接

受该报价，若接受，零售商确定零售价 ｐ ，记为 ＳＭ
结构． 供应链成员用符号 ｖ 表示，其中， ｖ ＝ ｓ 指代

供应商， ｖ ＝ ｒ 指代零售商． 供应商每生产一件产

品的成本为 ｃ ． 市场需求为 Ｄ ，其中，零售商面临

依赖于零售价格的线性需求 Ｄ（ｐ） ＝ ａ － ｐ，其中 ａ
为市场初始规模． 记供应链成员 ｖ 的收益为 πｖ，
有πｓ（ｗ，ｐ） ＝ （ｗ － ｃ）（ａ － ｐ） 和 πｒ（ｗ，ｐ） ＝ （ｐ －
ｗ）（ａ － ｐ） ． 集中供应链总收益为 πＩ（ｐ） ＝ （ｐ －
ｃ）（ａ － ｐ） ． 假设成员为完全理性，在分散系统下，

ｗ∗ ＝ ａ ＋ ｃ
２ 和 ｐ∗ ＝ ３ａ ＋ ｃ

４ ；在集中供应链系统

下， ｐ∗ ＝ ａ ＋ ｃ
２ 和 πＩ ＝

（ａ ＋ ｃ） ２

４ ． 下文中，为简化

记号，将收益或效用的函数简记为去掉相关变量

的，如将 πｓ（ｗ，ｐ） 简化为 πｓ ．
依从 Ｒｏｔｅｍｂｅｒｇ［ ２７］和刘威志等［ ３０］，由于在实

际运营情景中，供应链成员间的相对收益大小关

系较为稳定，采用 Ｆｅｈｒ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８］ 所构造的拟

线性函数刻画决策者的公平感实际上等价于采用

线性函数刻画决策者的公平感． 所以，本文假设供

应链成员效用为自身收益与其他成员收益的线性

组合． 记供应链成员 ｖ 的效用函数为 Ｕｖ；以下角

标 ｂ 表示决策者关于对手行为的信念，即供应商

认为零售商的效用函数为 Ｕｒ，ｂ ，零售商认为供应

商的效用函数为 Ｕｓ，ｂ ，有
Ｕｓ ＝ πｓ ＋ αｓ πｒ

Ｕｒ ＝ πｒ ＋ αｒ πｓ

Ｕｒ，ｂ ＝ πｒ ＋ βｒ πｓ

Ｕｓ，ｂ ＝ πｓ ＋ βｓ πｒ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其中 αｓ 表示供应商的公平感系数， αｒ 表示零售商

的公平感系数； βｒ 表示供应商认为的零售商的公

平感系数． βｓ 表示零售商认为供应商的公平感系

数． αｓ ＝ αｒ ＝ βｒ ＝ βｓ ＝ ０ 表明供应链成员皆不具

有公平感，仅关注自身收益． αｓ ＞ ０ （ αｒ ＞ ０ ）说
明供应商（零售商）具有利他性，即其乐于看到对

方收益增加；当 αｓ ＜ ０ （ αｒ ＜ ０ ）说明供应商（零
售商）是利己的，即不愿看到对方收益增加．

根据式（１），供应商首先从零售商视角考虑

其会给出的零售价决策，即最大化供应商认为的

零售商的效用， ｍａｘ
ｐｂ

Ｕｒ，ｂ ＝ πｒ ＋ βｒ πｓ ，解得 ｐｂ ＝

ａ ＋ （１ － βｒ） ｗｋ ＋ βｒｃ
２ ．

供应商根据上述信念，最大化其效用 ｍａｘ
ｗ

Ｕｓ（ｐｂ） ＝ πｓ ＋ αｓ πｒ ，解得

ｗ∗ ＝
ａ ＋ ｃ － ２ｃ βｒ － ａ αｓ ＋ ｃ βｒ

２ αｓ

（１ － βｒ）（２ － αｓ － βｒ αｓ）
（２）

收到供应商的批发价策略后，零售商做出使

其效用最大化的零售价决策

ｐ∗ ＝
ａ ＋ （１ － αｒ） ｗ∗

ｋ ＋ αｒｃ
２ （３）

２． ２　 考虑供应链成员认知层级的均衡决策

依从 Ｃａｍｅｒｅｒ 等［ １］，当群体平均认知层级较

高时，即 τ ≫ ｋ ，那么决策者认为其他决策者与自

身认知层级相近的概率更高，而非自身与其他决

策者的认知层级相差较大，即 ｆ（ｋ － １）
ｆ（ｋ － ２） → ∞ ． 当

群体平均认知层级较低时，即 τ ≪ ｋ ，那么决策者

可认知到自己为群体中的“异类”，其他决策者的

认知层级水平较低，即 ｆ（ｋ － １）
ｆ（ｋ － ２） →０ ． 由于泊松分

布的概率密度函数符合以上特性，所以假设决策

者 ｖ （ ｖ ＝ ｓ，ｒ ）属于 ｋ （ ｋ ≥ ０ ）认知层级的概率

服从泊松分布，

ｆ（ｋ ｜ τｖ） ＝
τｖ

ｋ ｅ －τｖ

ｋ！
其中 τｖ 表示决策者 ｖ 的平均认知层级． 据此，当
τｖ ≫ｋ，属于 ｋ 认知层级的决策者认为与自身认知

层级相近的决策者在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当
τｖ ≪ｋ，属于 ｋ 认知层级的决策者认为远低于自己

认知层级水平的决策者在群体中占比较高．
采用认知层级刻画决策者的推理能力隐含着

假设决策者的过度自信，即不认为群体中存在认

知层级高于自己的决策者，但对低认知层级的其

—７０１—第 ４ 期 李　 娟等： 基于认知层级视角的供应链成员定价决策分析



他决策者的比例有准确信念． 因此， ｋ （ ｋ ≥１ ）认
知层级决策者 ｖ 认为认知层级为 ｈ 的其他决策者

ｖ－ 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ｇ ｖ－，ｈ ＝

０，∀ｈ ≥ ｋ
ｆ（ｈ ｜ τ ｖ－）

∑
ｋ－１

ｌ ＝ ０
ｆ（ ｌ ｜ τ ｖ－）

，∀ｈ ＜ ｋ

ì

î

í

ï
ï

ïï

记 ｋ （ ｋ ≥０ ）认知层级供应商的批发价决策

为 ｗ ｊｓ
ｋ ，其中，批发价为整数，可选择空间为 ［ｃ，

ａ］ ，即供应商有 ａ － ｃ ＋ １ 个可选择策略，其中

ｊｓ ∈｛１，２，…，ａ － ｃ ＋ １ ｝． 记 ｋ 认知层级零售商的

零售价决策为 ｐ ｊｒ
ｋ ，其中，零售价为整数，可选择空

间为 ［ｗ，ａ］，即零售商有 ａ － ｗ ＋ １ 个可选择策

略，其中 ｊｒ ∈｛１，２，…，ａ － ｗ ＋ １｝ ． ｋ认知层级供应

商选择每个可能批发价策略的概率为 Ｏｋ（ｗ ｊｓ），ｋ
认知层级零售商选择每个可能零售价策略的概率

为 Ｏｋ（ｐ ｊｒ） ． 对 ０ 认知层级决策者而言，其决策在

策略空间上完全随机决策． ［ １］ 故 ０ 认知层级供应

商选择决策 ｗ ｊｓ 的概率为 Ｏ０（ｗ ｊｓ） ＝ １
ａ － ｃ ＋ １ ，０

认知层级零售商以 １
２ 的概率接受报价， １

２ 的概

率拒绝报价． 若零售商接受报价，其选择决策 ｐ ｊｒ

的概率为 Ｏ０（ｐ ｊｒ） ＝ １
ａ － ｗ ｊｓ ＋ １

． 给定决策者能够

做出最优反应的假设， ｋ （ ｋ ≥ １ ）认知层级决策

者根据其目标做出使收益最大化的最优决策 ｗ∗
ｋ

以及 ｐ∗
ｋ ，有 Ｏｋ（ｗ∗

ｋ ） ＝ １ 和 Ｏｋ（ｐ∗
ｋ ） ＝ １ ．

由于高认知层级造成高的认知负荷，因此，基
于式（１），给定供应商确定的批发价 ｗ ， ｋ 认知层

级（ ｋ ≥１ ）零售商的效用函数为

Ｕｒ，ｋ（ｐｋ） ＝ ｅ －ρｒｋ［（ｐｋ － ｗ）（ａ － ｐｋ） ＋
αｒ（ｗ － ｃ）（ａ － ｐｋ）］ （４）

其中 ρｒ 为零售商增加认知层级思考造成损失的

系数，即认知层级越高，决策者的认知负荷越高，
所产生的决策成本越高． 本文主要借鉴疲劳效用

的概念［ １８］，刻画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与认知层级的

关系．
根据式（４）可解得

ｐ∗
ｋ （ｗ） ＝

ａ ＋ （１ － αｒ）ｗ ＋ αｒｃ
２ （５）

下面分析供应商的最优决策． 对 ｋ 认知层级（
ｋ ≥１ ）供应商，其认为零售商的认知层级 ｈ 不高

于 ｋ ，即 １ ≤ ｈ ＜ ｋ ． 那么，给定 ｋ 认知层级（ ｋ ≥１
）供应商提供的批发价 ｗｋ ，其认为零售商的效用

函数为

Ｕｒ，ｂ，ｋ ＝ ∑
ｋ－１

ｈ ＝ １
ｅ －ρｒｈ（πｒ ＋ βｒ πｓ） ｇｒ，ｈ

最大化 Ｕｒ，ｂ，ｋ ，解得 ｐｂ，ｋ（ｗｋ） ＝
ａ＋（１－βｒ） ｗｋ ＋ βｒｃ

２ ，

ｋ 认知层级（ ｋ ≥ １ ）供应商根据该信念最大化其

效用

　 　 Ｕｓ，ｋ（ｗｋ，ｐｂ，ｋ（ｗｋ）） ＝ ｅ －ρｓｋ { (∑
ａ

ｐ ＝ ｗｋ

（ｗｋ － ｃ）（ａ － ｐ）
２（ａ － ｗｋ ＋ １） ＋ αｓ∑

ａ

ｐ ＝ ｗｋ

（ｐ － ｗｋ）（ａ － ｐ）
２（ａ － ｗｋ ＋ １） ) ｇｒ，０ ＋

∑
ｋ－１

ｈ ＝ １
{ (（ｗｋ －ｃ）（ａ－ｐｂ，ｋ（ｗｋ）） ＋αｓ（ｐｂ，ｋ（ｗｋ） －ｗｋ）（ａ－ｐｂ，ｋ（ｗｋ）） ) ｇｒ，ｈ } } （６）

其中 ρｓ 为供应商增加认知层级思考造成损失的系

数，即思考层级的越高，效用损失越高． 式（６）的等号

右边的第一层花括号中，第一部分表示零售商为 ０
认知层级时供应商的期望效用乘以供应商认为零售

商为 ０ 认知层级的概率；第二部分表示零售商为 １
到 ｋ － １ 认知层级时供应商的期望效用，乘以供应商

认为零售商为 １ 到 ｋ － １ 认知层级的概率的加和．
最大化式（６） 可得

　 　 ｗ∗
ｋ ＝

６ａ αｓ ＋ １２ βｒｃ － ６ｃ β２
ｒ αｓ － ６（ａ ＋ ｃ） ＋ ［３（ａ ＋ ｃ） － （１ ＋ ４ａ） αｓ － １２ｃ βｒ ＋ ６ｃ β２

ｒ αｓ］ ｇｒ，０

６（αｓ ＋ ２ βｒ － β２
ｒ αｓ － ２） ＋ ２（３ － ６ βｒ － ２ αｓ ＋ ３ β２

ｒ αｓ） ｇｒ，０
．

收到 ｋ （ ｋ ≥ １ ）认知层级供应商的批发价策略

ｗ∗
ｋ 后，０ 认知层级零售商随机决策， ｈ 认知层级

（ ｌ ≥１ ）零售商根据式（５）做出使其效用最大化

的零售价决策 ｐ∗
ｈ （ｗ∗

ｋ ） ＝
ａ ＋ （１ － αｒ） ｗ∗

ｋ ＋ αｒｃ
２ ．

由以上分析可得到命题 １．

命题 １　 采用认知层级刻画具有公平感的供
应链成员的均衡定价策略为：１）０ 认知层级供应

商等概率（ １
ａ － ｃ ＋ １ ）地在 ［ｃ，ａ］ 策略空间里选

择批发价策略 ｗ ｊｓ ，０ 认知层级零售商以 １
２ 的概率

接受报价， １
２ 的概率拒绝报价；若零售商结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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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概率 ( １
ａ － ｗ ｊｓ ＋ １ ) 地在［ｗ ｊｓ，ａ］ 策略空间

里选择零售价策略；２）ｋ（ｋ ≥ １） 认知层级供应

商和 ｈ 认知层级（ ｈ ≥ １ ）零售商的均衡定价

决策

　 　 ｗ∗
ｋ ＝

６ａ αｓ ＋ １２ βｒｃ － ６ｃ β２
ｒ αｓ － ６（ａ ＋ ｃ） ＋ ［３（ａ ＋ ｃ） － （１ ＋ ４ａ） αｓ － １２ｃ βｒ ＋ ６ｃ β２

ｒ αｓ］ ｇｒ，０

６（αｓ ＋ ２ βｒ － β２
ｒ αｓ － ２） ＋ ２（３ － ６ βｒ － ２ αｓ ＋ ３ β２

ｒ αｓ） ｇｒ，０

和 ｐ∗
ｈ （ｗ∗

ｋ ） ＝
ａ ＋ （１ － αｒ） ｗ∗

ｋ ＋ αｒｃ
２ ．

由命题 １ 可得公平感系数影响供应链成员价

格决策． 供应商决策行为不仅受其关于零售商公

平感系数认知影响，也受自我公平感系数影响． 所
以，供应商在确定批发价决策时，既要考虑自身效

用最大化，又要考虑零售商如何决策零售价格；零
售商在接收到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决策后，仅需考

虑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所以，其零售价格决策仅受

自身公平感系数影响．

３　 实验设计及描述性结论

３． １　 实验设计

被试来自于中国东南地区一所综合性高校不

同专业的本科生． 被试被随机地分配在隔间里，进
行 １８ 轮决策，其中，前 ２ 轮为预实验，帮助被试熟

悉实验环境． 预实验的规则与正式实验完全相同，
但在预实验获得的积分不被计入最终收益． 每轮

实验开始前，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扮演

供应商角色，另一组则扮演零售商角色． 每轮实验

中，零售商与供应商通过计算机终端随机匹配并

进行匿名交易． 随机匹配和匿名性被用来最小化

任何互惠或建立声誉的行为． 所有被试都有平等

机会扮演这两个角色中的任何一个． 实验前，主试

朗读实验指南并允许被试提问． 此外，在预实验之

前，被试还被要求完成一套实验前测试，以确保他

们理解实验流程． 在实验之前和实验期间，被试间

没有任何信息交流．
金钱激励是实验中使用的唯一激励因素． 被试

的收入与他们从实验中获得的收入成正比． 此外，每
位被试还将获得 １０ 元人民币的报酬． 实验设定初始

市场规模为 ａ ＝ １００，边际成本 ｃ ＝ ２０，要求每个被

试的价格决策必须为整数． 实验持续约 ６０ 分钟，共
有 １３ 个小组参与，进行了 １６ 轮正式实验，最终获得

了 １３ ×１６ 组数据． 其中，每条数据包含被试参与合

同的批发价和零售价报价、接受或拒绝合同情况、该
组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以及该供应链总收益等信

息．实验采用 ｚ⁃ｔｒｅｅ 软件编程［３９］ ．
３． ２　 描述性结论

汇总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决策与收益，及其他

相关指标，有表 １．
表 １　 ＳＭ 结构下的描述性统计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ＳＭ

描述性统计量 完全理性预测值 全部 给定接受

数据量 ＮＡ ２０８ １８５

ｗ ６０ ５５． ４１（５． ６９） ５４． ８６（５． ４６）

ｐ ８０ ７０． ２２（２４． ６２） ７８． ５１（４． ７４）

Ｓ 收益 ８００ ６５０． １８（２６１． ００） ７３１． ０１（１３１． ２５）

Ｒ 收益 ４００ ４４８． ２１（２０７． ８７） ５０３． ９４（１４２． ７５）

总收益 １ ２００ １ ０９８． ３９（４３８． １３） １ ２３４． ９５（２１５． ４０）

Ｓ 收益占比 ／ ％ ７５ ＮＡ ５９． ４０（０． ０７）

Ｒ 收益占比 ／ ％ ２５ ＮＡ ４０． ６０（０． ０７）

系统效率百分 ／ ％ ７５ ６８． ６５（０． ２７） ７７． １８（０． １３）

拒绝率百分比 ／ ％ ０ １１． ０６ ＮＡ

注： １． 括号内为标准差； ２． 系统效率百分比为供应商与零售商总收益与集中供应链系统总收益 π∗
Ｉ 比值； ３． ＮＡ 表示参数无法估计．

　 　 根据表 １，首先，采用双边秩和检验，得出批

发价和零售价决策均与完全理性下均衡决策有显

著差异． 然后，在给定接受条件下，分别采用单边

秩和检验得出，批发价和零售价决策均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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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理性下均衡决策（ Ｗ ＝ ６ ２９０， ｐ ＝ ０； Ｗ ＝
８ ９７２， ｐ ＝ ０ ）②． 最后，分析供应商收益占比和零

售商收益占比，可发现实验情景下收益分配比完

全理性情境下更平均． 这揭示了供应链成员价格

决策时，考虑了彼此间的收益分配，即供应链成员

具有公平感．

４　 定价决策行为分析

４． １　 基于 ＣＨ 模型的分析

采用认知层级刻画决策者定价行为的模型

（记为 ＣＨ 模型）． 在第 ｔ （ ｔ ＝ １，２，…，Ｔ ）轮的第

ｉ （ ｉ ＝ １，２，…，Ｉ ） 组，记供应商的批发价格为

ｗ ｉｔ ，零售商的零售价为 ｐｉｔ ． 由命题 １，０ 认知层级

供应商选择 ｗ ｉｔ 的概率为

φｗ，０（ｗ ｉｔ） ＝ １
ａ － ｃ ＋ １

０ 认知层级零售商选择 ｐｉｔ 的概率为

φｐ，０（ｐｉｔ） ＝ １
ａ － ｗ ｉｔ ＋ １

ｋ （ ｋ ≥ １ ）认知层级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决

策，以及 ｈ （ ｈ ≥１ ）认知层级零售商的零售价格

决策服从双截尾的正态分布［２８， ３８］

ｗ ｉｔ ＝ ｗ∗
ｋ ＋ εｗ

ｐｉｔ ＝ ｐ∗
ｈ （ｗ ｉｔ） ＋ εｐ

其中 εｗ 、 εｐ 分别为供应链成员的批发价与零售

价决策的扰动项，记 εｗ ～ Ｎ（０，σ２
ｗ） ， εｗ ～ Ｎ（０，

σ２
ｐ） ； φ（·） 和 Ф（·） 分别为标准正态概率分布的

概率密度函数和累计分布函数． 根据式 （３ ），

ｐ∗
ｈ （ｗ ｉｔ） ＝

ａ ＋ （１ － αｒ） ｗ ｉｔ ＋ αｒｃ
２ ． 因此， ｋ （ ｋ ≥

１ ）认知层级供应商的批发价与 ｈ （ ｈ ≥ １ ）认知

层级零售商的零售价决策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分

别为 φｗ，ｋ（ ｗ ｉｔ） ＝
φ（

ｗ ｉｔ － ｗ∗
ｋ

σｗ
） １
σｗ

Ф（
ａ － ｗ∗

ｋ

σｗ
） － Ф（

ｃ － ｗ∗
ｋ

σｗ
）

和

φｐ，ｈ（ｐｉｔ） ＝
φ（

ｐｉｔ － ｐ∗
ｈ （ｗ ｉｔ）
σｐ

） １
σｐ

Ф（
ａ － ｐ∗

ｈ （ｗ ｉｔ）
σｐ

） － Ф（
ｃ － ｐ∗

ｈ （ｗ ｉｔ）
σｐ

）
．

在第 ｉ 轮，第 ｔ 组的供应商选择批发价 ｗ ｉｔ 的

概率密度为

ＨＣＨ
ｓ （ｗ ｉｔ） ＝ ∑

∞

ｋ ＝ ０
ｆ（ｋ ｜ τｓ） φｋ，ｗ（ｗ ｉｔ） ．

面对供应商所给批发价 ｗｉｔ ，如果零售商的认知

层级是 ０，那么，以 １
２ 概率接受，以 １

２ 概率拒绝． 如

果零售商的认知层级是 １ 及以上，就总接受报价，并
给出零售价 ｐｉｔ，所以，零售价服从概率密度函数为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 ∑

∞

ｋ ＝ ０
ｆ（ｋ ｜ τｒ） φｐ，ｋ（ｐｉｔ） ．

供应商所提供的合同被零售商接受的概率为

ＡＣＨ ＝ １ － ｅ －τｒ

２ ，因此有似然函数

ＬＣＨ ＝ ∏
Ｔ

ｔ ＝ １
∏

Ｉ

ｉ ＝ １
ＨＣＨ

ｓ （ｗ ｉｔ）［ＡＣＨ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Ｂ ｉｔ ＋

（１ － ＡＣＨ）（１ － Ｂ ｉｔ）］ （７）
其中 Ｂ ｉｔ ＝ ｛０，１｝ ，０（１）表示在第 ｔ 轮的第 ｉ 组的

零售商拒绝（接受）合同报价． 由式（７）可得对数

似然函数

Ｌ ＬＣＨ
ＳＭ ＝ ∑

Ｔ

ｔ ＝ １
∑

Ｉ

ｉ ＝ １
ｌｎ｛ＨＣＨ

ｓ （ｗ ｉｔ）［ＡＣＨ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

Ｂ ｉｔ ＋ （１ － ＡＣＨ）（１ － Ｂ ｉｔ）］｝ （８）
将实验数据拟合模型进行估参时，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算力负荷，将最高认知层级截断至 ５０，

即 令 ＨＣＨ
ｓ （ ｗ ｉｔ） ＝

∑
５０

ｋ ＝ ０
［ ｆ（ｋ ｜ τｓ） φｋ，ｗ（ｗ ｉｔ）］

∑
５０

ｍ ＝ ０
ｆ（ｍ ｜ τｓ）

，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

∑
５０

ｋ ＝ ０
［ ｆ（ｋ ｜ τｒ） φｐ，ｋ（ｐｉｔ）］

∑
５０

ｍ ＝ ０
ｆ（ｍ ｜ τｒ）

． 并且，当最

高认知层级分别为 ５０ 和 １００ 时，所得参数估计结

果的相对大小和绝对大小差异不大；所以后续分

析中将最高认知层级均截断至 ５０．
与纳什均衡模型相比，采用认知层级刻画决

策者定价行为从削弱决策者相互一致性角度放松

了纳什均衡理性假设；还有一种放松纳什均衡模

型下假设的方式：从削弱最优反应决策角度放松．

—０１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② 原假设为：批发价和零售价决策（实验数据）均显著高于完全理性下均衡决策；因为 ｐ ＝ ０ ，所以拒绝原假设． 接下的统计检验，均为实

验数据显著高于完全理性下决策数据；故不再赘述相应原假设．



在供应链情境中，这两种行为倾向可能同时存在，
无法事前判断采用哪一个模型解读供应链成员的

行为更合适． 因此，分别构造仅采用 ＱＲＥ 模型刻

画决策的行为，以及同时采用 ＱＲＥ 模型和 ＣＨ 模

型刻画决策行为的似然函数．
４． ２　 基于 ＱＲＥ 模型的分析

采用 ＱＲＥ 模型拟合供应链成员的行为特征．
依从 Ｃｈｅｎ［８］和 Ｈａｒｕｖｙ 等［２１］，采用 ＱＲＥ 模型刻画

被试的决策行为体现为供应链成员对报价的接受

概率． 因此，假设被试仅在接受或拒绝报价时受到

决策理性度的影响，采用 ＱＲＥ 模型刻画供应链成

员接受报价的概率．
供应商给出批发价决策 ｗ ｉｔ ，零售商以概率 Ａ

接受该报价，然后给出零售价决策 ｐｉｔ ． 依从文

献［ ３０ ，４ ２］，假设批发价和零售价格决策均服从双

截尾正态分布

ｗ ｉｔ ＝ ｗ∗ ＋ εｗ （９）
ｐｉｔ ＝ ｐ∗（ｗ ｉｔ） ＋ εｐ （１０）

式（９）和式（１０）中的 ｗ∗ 和 ｐ∗（ｗｉｔ） 分别满足式（２）
和式（３）所示的均衡决策．批发价和零售价的概率密

度函数为 φｗ（ｗｉｔ） ＝
φ ｗｉｔ － ｗ∗

σｗ

æ
è
ç

ö
ø
÷
１
σｗ

Ф ａ － ｗ∗

σｗ
( )－ Ф ｃ － ｗ∗

σｗ
( )

和

φｐ（ｐｉｔ） ＝
φ ｐｉｔ － ｐ∗（ｗｉｔ）

σｐ

æ
è
ç

ö
ø
÷
１
σｐ

Ф ａ － ｐ∗（ｗｉｔ）
σｐ

æ
è
ç

ö
ø
÷－ Ф ｃ － ｐ∗（ｗｉｔ）

σｐ

æ
è
ç

ö
ø
÷

．

第 ｔ 轮、第 ｉ 组的零售商接受批发价 ｗ ｉｔ 并确

定零售价 ｐｉｔ 的概率为

ＡＱＲＥ
ｉｔ ＝ ｅλＵｒ（ｗｉｔ，ｐｉｔ）

１ ＋ ｅλＵｒ（ｗｉｔ，ｐｉｔ）

其中 Ｕｒ（ｗ ｉｔ，ｐｉｔ） 的表达见式（１）； λ ∈ ［０，∞ ］ 刻

画了供应链成员的决策理性度， λ 越趋近于 ０ 说

明其理性程度越低， λ 越趋近于 ∞ 说明其理性程

度越高．
构造对数似然函数，

Ｌ ＬＱＲＥ
ＳＭ ＝ ∑

Ｔ

ｔ ＝ １
∑

Ｉ

ｉ ＝ １
ｌｎ｛φ（ｗ ｉｔ）（φ（ｐｉｔ） Ｂ ｉｔ ＡＱＲＥ

ｉｔ ＋

（１ － Ｂ ｉｔ）（１ － ＡＱＲＥ
ｉｔ ））｝ （１１）

４． ３　 基于 ＣＨ ＋ＱＲＥ 模型的分析

依从 Ｒｏｇｅｒｓ 等［２２］ 将 ＣＨ 模型与 ＱＲＥ 模型结

合在一起的截断主观异质性的 ＱＲＥ 模型，构造同

时采用 ＱＲＥ 模型和 ＣＨ 模型刻画决策行为的似

然函数，记为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 假设不同认知层级

的零售商具有不同有限理性系数 λ ，有 λ ＝ ｋγ ，
其中 ｋ 是零售商的认知层级； γ 是一个常数， γ →
０ 意味着零售商的选择理性度最低，即零售商等

概率地选择所有可能； γ → ∞ 意味着零售商有能

力选择最大化其效用的选项． 可见，当零售商的认

知层级 ｋ ＝ ０ 时，无论 γ 多大，零售商总是等概率

地选择所有可能；而当零售商的认知层级 ｋ ≥ １
时，零售商以最大可能性选择最大化其效用的选

项． 特别地，当 γ→∞ 和 λ→∞ 时，所有认知层级

非 ０ 的零售商可以做出最优反应，而 ０ 认知层级

的零售商随机做出决策，此时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收

敛至 ＣＨ 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得到采用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下，零售商接受报价的概率为

ＡＣＨ＋ＱＲＥ
ｉｔ ＝ １

２ ｆ（０ ｜ τｒ） ＋∑
∞

ｋ ＝ １

ｅｋγＵｒ，ｋ（ｗｉｔ，ｐｉｔ）

１ ＋ ｅｋγＵｒ，ｋ（ｗｉｔ，ｐｉｔ）
×

　 　 　 ｆ（ｋ ｜ τｒ）

其中等号右边第一项表示 ０ 认知层级零售商以 １
２

的概率接受报价，以 １
２ 的概率拒绝报价；第二项表

示 ｋ （ ｋ ≥１ ）认知层级零售商以最大的可能性选

择最大化其效用的决策可能，其中 Ｕｒ，ｋ（ｗ ｉｔ，ｐｉｔ） ＝
ｅ －ρｒｋ（πｒ（ｗ ｉｔ，ｐｉｔ） ＋ βｒ πｓ（ｗ ｉｔ，ｐｉｔ）） ．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下的对数似然函数

ＬＬＣＨ＋ＱＲＥ
ＳＭ ＝∑

Ｔ

ｔ ＝１
∑

Ｉ

ｉ ＝１
ｌｎ｛ＨＣＨ

ｓ （ｗｉｔ）［ＡＣＨ＋ＱＲＥ
ｉｔ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

Ｂｉｔ ＋ （１ － ＡＣＨ＋ＱＲＥ
ｉｔ ）（１ － Ｂｉｔ）］｝ （１２）

根据式（８）、式（１１）和式（１２），估计被试的

行为参数，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可得，首先， ＡＩＣＣＨ＋ＱＲＥ ＜ ＡＩＣＣＨ ＜

ＡＩＣＱＲＥ ，所以，采用认知层级 ＣＨ 和有限理性 ＱＲＥ
模型相结合的模型拟合供应链成员的决策行为效

果优于仅采用认知层级模型或仅采用有限理性的

模型． 也就是说，假定决策者之间无法准确地估计

彼此的认知层级和假定决策者无法准确地针对各

类选择做出最优响应的行为倾向同时存在． 这揭

示了供应链成员决策行为偏离理论预测最优的原

因既在于其过度自信于自我的认知层级，无法客

观地认识他人的认知层级，并且认为他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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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较低，也在于决策者无法准确地针对各类选

择做出最优响应． 因此，决策者在进行定价决策

时，要正确认知到自身存在过度自信偏差和最优

决策偏差，并依此对决策进行校准． Ｓｕ［ ９］、Ｃｈｅｎ
等［ ８］和 Ｈａｒｕｖｙ 等［ ２１］ 仅采用 ＱＲＥ 模型解读决策

者行为，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和 Ｘｉａｏ［ ４］和 Ｃｕ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８］仅采

用认知层级模型解读决策者行为，而本文则基于

Ｒｏｇｅｒｓ 等［ ２２］ 提出截断主观异质性的 ＱＲＥ 模型，
将 ＱＲＥ 模型和认知层级模型相结合，更优雅地解

读了决策者的定价行为．
表 ２　 ＳＭ 结构下决策行为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Ｍ

参数估计 ＣＨ ＱＲＥ ＣＨ ＋ ＱＲＥ
τｓ ０． ０５ ＮＡ ０． ０４
τｒ １． ０７ ＮＡ ０． ７３

λ ＮＡ １． ００ ＮＡ
ρｒ ＮＡ ＮＡ １． ０３

γ ＮＡ ＮＡ ０． ４３
αｓ ０ ０． ３７１ ０． ６２
αｒ ０． ０１ － ０． ０７ ０
βｓ ＮＡ ＮＡ ＮＡ
βｒ － ０． ５０ ０． １１ － ０． ２９
σｗ ０ ４． ０１ １． ４３
σｐ ０． ７３ ２． ４０ ０

ＬＬ ３３ ５３９． ７８ － １ ６７２． ４０ ３６ ７２７． ３７

ＡＩＣ － ６７ ０６５． ５６ ３ ３５６． ８ － ７３ ４３６． ７４

注： １． ＮＡ 表示该参数无法估计． ２． ＣＨ 模型中，认知负荷系数

仅体现在零售商和供应商的效用函数中，且认知负荷系数不影响

效用最大化结果，所以该参数无法被估计．

其次，在采用认知层级和 ＱＲＥ 模型相结合的

模型中，供应商的认知层级 ０． ０５，趋近于 ０，这是

因为供应商在做决策时没有关于零售商的决策信

息可以用于参考，无法进行较多层级的思考；相对

于供应商的认知层级，零售商的认知层级较高，这
是因为零售商在获取到供应商的报价后再进行决

策，在拥有更多决策信息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更深

入的思考． 同时，由于本文将研究重点定位于决策

者的决策顺序对其认知层级的影响，而且 Ｇｏｌｄ⁃
ｆａｒｂ 和 Ｘｉａｏ［４］证明了被试的认知层级与被试的实

践经验相关，所以，在实验设计时，为排除了学习

效应的影响，设定被试每一轮扮演的角色是随机

的． 现有文献也采用陌生人匹配的机制排除学习

效应的影响［ ４０］ ． 进而，为了检验本实验情景下零

售商和供应商的价格决策是否随着实验轮次的增

加发生显著变化，即产生学习效应，采用双边秩和

检验，对供应链成员相邻轮次、第一轮与最后一轮

以及前 ８ 轮与后 ８ 轮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决策进行

显著性检验，发现，批发价和零售价决策之间都没

有显著关系． 也就是说，供应链成员在进行批发价

格和零售价格决策时不存在学习效应． Ｃａｍｅｒｅｒ
等［ １］、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和 Ｘｉａｏ［４］和 Ｃｕ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３］都是基

于多个决策者同时决策的情景采用认知层级模型

解读决策者行为，而本文首次在两个决策者序列

博弈的情境下，利用认知层级模型解读决策者行

为． 最后，在三种有限理性模型下，都有 αｒ ≠ βｒ ，
即零售商的公平感为私有信息． 这与刘威志等［ ２８］

结论一致．

５　 供应链结构的扩展分析

第 ４ 节得出在 ＳＭ 结构下，ＣＨ ＋ ＱＲＥ 模型对

决策者行为的拟合效果更优，而且相较于先决策

者，后决策者的认知层级更高．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

鲁棒性，第 ５ 节继续探究了其他类型权力结构下

供应链成员的定价决策． 范体军等［ ４１］也表明权力

结构会对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和收益产生影响．
实践中，谈判实力强的供应商不仅可决定商

品的批发价，还可决定其零售价． 比如：以蜜雪冰

城、喜茶为代表的品牌奶茶店（零售商）的产品单

价由其上游供应商确定，与此同时，上游供应商也

因掌握了原料采购和配方而掌握了批发价的定价

权． 然而，一些为大品牌提供代工的制造商，比如

为美泰提供毛绒玩具代工的南海美泰，为苹果公

司提供手机代工的富士康，根据品牌商的要求和

批发价格组织生产；由于品牌商掌控市场需求，因
此，产品零售商也由品牌商确定．

考虑第 ２ 节所探讨的供应商确定批发价，零
售商确定零售价的情境的 ＳＭ 结构，可得，供应链

成员间的权力结构的另外两种类型为：第一，供应

商占主导权力地位的系统：供应商确定批发价 ｗ
及零售价 ｐ ，零售商确定是否接受该报价，记为

ＳＳ 结构，如品牌奶茶供应链；第二，零售商占主导

权力地位的系统：零售商确定批发价 ｗ 及零售价

ｐ ，供应商确定是否接受该报价，记为 ＳＲ 结构，如
美泰供应链、苹果供应链． 若成员为完全理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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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解为，在 ＳＳ 结构中， ｗ∗ ＝ ｐ∗ ＝ ａ ＋ ｃ
２ ；在 ＳＲ 结

构中， ｗ∗ ＝ｃ和 ｐ∗ ＝ａ ＋ ｃ
２ ． 若成员具有公平感，根

据式（１），具有公平感的供应链成员决策行为满足，

在 ＳＳ 结构中，ｗ∗ ＝
ａ ＋ ｃ － ２ βｒｃ
２（１ － βｒ）

和 ｐ∗ ＝ ａ ＋ ｃ
２ ；在

ＳＲ 结构中， ｗ∗ ＝
ａ βｓ － ２ｃ ＋ βｓｃ

２（βｓ － １） 和 ｐ∗ ＝ ａ ＋ ｃ
２ ．

分别在 ＳＳ 结构和 ＳＲ 结构下组织管理实验．
在 ＳＳ 结构下，共有 １４ 个小组参与，进行了 １６ 轮

正式实验，获得了 １４ × １６ 组数据． ＳＲ 结构下共有

１６ 个小组参与，进行了 １６ 轮正式实验，获得了

１６ × １６ 组数据． 其中，每条数据包含了被试参与

合同的批发价和零售价报价、接受或拒绝合同情

况、该组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以及该供应链的总

收益等信息． 描述性结果如表 ３．
依据表 ３，对比两种结构中供应商和零售商

的价格决策． 采用双边秩和检验，得出批发价和零

售价决策均与完全理性下均衡决策有显著差异．
给定合同接受条件下，分别采用单边秩和检验，得
出：考虑拒绝合同情况在内，在 ＳＳ 结构中，供应商

的批发价决策显著低于完全理性下均衡决策

（Ｗ ＝ ５５０， ｐ ＝ ０）， 而零售价决策显著高于完全

理性下均衡决策（Ｗ ＝ ２８ １６０， ｐ ＝ １） ． 在 ＳＲ 结

构中，零售商的批发价决策和零售价决策显著高

于完全理性下均衡决策 （Ｗ ＝ ６５ ０２５， ｐ ＝ １；
Ｗ ＝ ４７ ９４０， ｐ ＝ １） ．

表 ３　 ＳＳ 和 ＳＲ 结构下的描述性统计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ＳＳ ａｎｄ ＳＲ

ＳＳ 完全理性预测 全部 给定接受

数据量 ＮＡ ２２０ １７８

ｗ ６０ ４６． ２１（５． ４３） ４５． ４１（４． ８０）

ｐ ６０ ６１． ５５（５． ６４） ６１． ５１（５． ４２）

Ｓ 收益 １ ６００ ７７７． ０９（３９８． ５７） ９６０． ４４（１３９． ４９）

Ｒ 收益 ０ ４９２． ０３（２６８． ２０） ６０８． １３（１３４． １５）

总收益 １ ６００ １ ２６９． １２（６２０． ４９） １ ５６８． ５７（６３． ２４）

Ｓ 收益占比 ／％ １００ ＮＡ ６１． ２２（０． ０８）

Ｒ 收益占比 ／％ ０ ＮＡ ３８． ７８（０． ０８）

系统效率百分 ／％ １００ ７９． ３２（０． ３８） ９８． ０４（０． ０４）

拒绝率百分比 ／％ ０ １９． ０９ ＮＡ

ＳＲ 完全理性预测 全部 给定接受

数据量 ＮＡ ２５５ １９７

ｗ ２０ ３４． ８６（５． １０） ３６． ０２（４． ５３）

ｐ ６０ ６２． ８２（５． １７） ６２． ６９（５． ５１）

Ｓ 收益 ０ ４５１． ６２（２７６． ５２） ５８４． ５９（１４４． ７８）

Ｒ 收益 １ ６００ ７５５． ５７（４３４． ０３） ９７８． ０２（１５９． ５３）

总收益 １ ６００ １ ２０７． １９（６５８． ３４） １ ５６２． ６１（５８． ８９）

Ｓ 收益占比 ／ ％ ０ ＮＡ ３７． ４９（０． ０９）

Ｒ 收益占比 ／％ １００ ＮＡ ６２． ５１（０． ０９）

系统效率百分比 ／％ １００ ７５． ４５（０． ４１） ９７． ６６（０． ０４）

拒绝率百分比 ／％ ０ ２２． ７５ ＮＡ

　 　 　 　 　 　 注： ＮＡ 表示该参数无法估计．

　 　 下面构造似然函数． 在 ＳＳ 结构下，采用 ＣＨ
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ＬＣＨ
ＳＳ ＝ ∑

Ｔ

ｔ ＝１
∑

Ｉ

ｉ ＝１
ｌｎ｛ＨＣＨ

ｓ （ｗｉｔ）［ＡＣＨ ＨＣＨ
ｓ （ｐｉｔ） Ｂｉｔ ＋

（１ － ＡＣＨ）（１ － Ｂｉｔ）］｝
其中 Ｂ ｉｔ ＝ ｛０，１｝ ，０（１）表示在第 ｔ 轮的第 ｉ 组的

零售商拒绝（接受）合同报价， ＨＣＨ
ｓ （ｗ ｉｔ） ＝∑

∞

ｋ ＝ ０
ｆ（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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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ｓ） φｋ，ｗ（ｗ ｉｔ） 为供应商选择批发价 ｗ ｉｔ 的概率密

度， ＨＣＨ
ｓ （ｐｉｔ） ＝ ∑

∞

ｋ ＝ ０
ｆ（ｋ ｜ τｓ） φｋ，ｐ（ｐｉｔ） 为供应商选

择零售价的概率密度函数； ｗ∗
ｋ ＝

ａ ＋ ｃ － ２ｃ βｒ

２（１ － βｒ）
，

ｐ∗
ｋ ＝ ａ ＋ ｃ

２ ．

采用 ＱＲＥ 模型，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ＬＱＲＥ
ＳＳ ＝ ∑

Ｔ

ｔ ＝ １
∑

Ｉ

ｉ ＝ １
ｌｎ｛φ（ｗ ｉｔ）（φ（ｐｉｔ） Ｂ ｉｔ ＡＱＲＥ

ｉｔ ＋

（１ － Ｂ ｉｔ）（１ － ＡＱＲＥ
ｉｔ ））｝

其中 ＡＱＲＥ
ｉｔ ＝ ｅλＵｒ（ｗｉｔ，ｐｉｔ）

１ ＋ ｅλＵｒ（ｗｉｔ，ｐｉｔ）
．

最后，采用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ＬＣＨ＋ＱＲＥ
ＳＳ ＝∑

Ｔ

ｔ
∑

Ｉ

ｉ
ｌｎ｛ＨＣＨ

ｓ （ｗｉｔ）［Ａ
ＣＨ＋ＱＲＥ
ｉｔ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Ｂｉｔ ＋

（１ － ＡＣＨ＋ＱＲＥ
ｉｔ ）（１ － Ｂｉｔ）］｝

其中 ＡＣＨ＋ＱＲＥ
ｉｔ ＝ １

２ ｆ（０ ｜ τｒ） ＋∑
∞

ｋ ＝１

ｅｋγＵｒ，ｋ（ｗｉｔ，ｐｉｔ）

１ ＋ ｅｋγＵｒ，ｋ（ｗｉｔ，ｐｉｔ）
ｆ（ｋ ｜

τｒ） 为零售商接受报价的概率．
在 ＳＲ 结构下，采用 ＣＨ 模型，对数似然函

数为

ＬＬＣＨ
ＳＲ ＝ ∑

Ｔ

ｔ ＝１
∑

Ｉ

ｉ ＝１
ｌｎ｛ＨＣＨ

ｒ （ｗｉｔ）［ＡＣＨ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Ｂｉｔ ＋

（１ － ＡＣＨ）（１ － Ｂｉｔ）］｝

其中，在第 ｔ 轮，第 ｉ 组的零售商选择批发价 ｗ ｉｔ 的

概率密度为 ＨＣＨ
ｒ （ｗ ｉｔ） ＝ ∑

∞

ｋ ＝ ０
ｆ（ｋ ｜ τｒ） φｗ，ｋ（ｗ ｉｔ） ，零

售选择零售价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ＨＣＨ
ｒ （ ｐｉｔ） ＝

∑
∞

ｋ ＝０
ｆ（ｋ ｜ τｒ） φｐ，ｋ（ｐｉｔ） ，零售商所提供合同被供应商

接受的概率为 ＡＣＨ ＝ １ － ｅ－τｓ

２ ，ｗ∗
ｋ ＝

ａ βｓ － ２ｃ ＋ βｓｃ
２（βｓ － １） ，

ｐ∗
ｋ ＝ ａ ＋ ｃ

２ ．

其次，采用 ＱＲＥ 模型，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ＬＱＲＥ
ＳＲ ＝ ∑

Ｔ

ｔ ＝ １
∑

Ｉ

ｉ ＝ １
ｌｎ｛φ（ｗ ｉｔ）（φ（ｐｉｔ） Ｂ ｉｔ ＡＱＲＥ

ｉｔ ＋

（１ － Ｂ ｉｔ）（１ － ＡＱＲＥ
ｉｔ ））｝

其中 ＡＱＲＥ
ｉｔ ＝ ｅλＵｓ（ｗｉｔ，ｐｉｔ）

１ ＋ ｅλＵｓ（ｗｉｔ，ｐｉｔ）
．

最后，采用 ＣＨ ＋ ＱＲＥ 模型，对数似然函数

ＬＬＣＨ＋ＱＲＥ
ＳＲ ＝ ∑

Ｔ

ｔ ＝１
∑

Ｉ

ｉ
ｌｎ｛ＨＣＨ

ｒ （ｗｉｔ）［Ａ
ＣＨ＋ＱＲＥ
ｉｔ ＨＣＨ

ｒ （ｐｉｔ） ×

Ｂｉｔ ＋ （１ － ＡＣＨ＋ＱＲＥ
ｉｔ ）（１ － Ｂｉｔ）］｝

其中 ＡＣＨ＋ＱＲＥ
ｉｔ ＝ １

２ ｆ（０ ｜ τｓ） ＋ ∑
∞

ｋ ＝ １

ｅｋγＵｓ，ｋ（ｗｉｔ，ｐｉｔ）

１ ＋ ｅｋγＵｓ，ｋ（ｗｉｔ，ｐｉｔ）
×

ｆ（ｋ ｜ τｓ） 为供应商接受报价的概率．
将实验数据拟合相应的对数似然函数，得

表 ４．
表 ４　 ＳＳ 和 ＳＲ 结构下的行为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Ｓ ａｎｄ ＳＲ

参数估计
ＳＳ ＳＲ

ＣＨ ＱＲＥ ＣＨ ＋ ＱＲＥ ＣＨ ＱＲＥ ＣＨ ＋ ＱＲＥ

τｓ ０． ０５ ＮＡ ０． ０３ ０ ＮＡ １． ０１

τｒ ０． ４４ ＮＡ １． ９２ ０． ０５ ＮＡ ０． ０４

λ ＮＡ ２． ４０ ＮＡ ＮＡ １． ８２ ＮＡ

ρｒ ＮＡ ＮＡ １． ０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ρｓ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５． ０９

γ ＮＡ ＮＡ １． ００ ＮＡ ＮＡ ２． ３３

αｓ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０． ２５ ０． ２６

αｒ ＮＡ ０． ２３ ０． ００１ ＮＡ ＮＡ ＮＡ

βｓ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０． ５８ － １． ００

βｒ － １． ００ － ０． ５１ － １． ００ － １ ＮＡ ＮＡ

σｗ ０． ４５ ４． ２２ ４． ０８ ０ ３． ７２ １． ７５

σｐ ４． ７１ ４． ３８ ０ ０． ５２ ４． ２５ ０

ＬＬ ３６ ４５６． ０９ － ２ ０４０． ９９ ３６ ５４８． ７９ ７６ ２２３． ００ － ２ １４１． ８７ ７９ ０４４． ７４

ＡＩＣ － ７２ ９０２． １８ ４ ０９１． ９８ － ７３ ０８３． ５８ － １５２ ４３６． ００ ４ ２９３． ７４ － １５８ ０７５． ４８

　 　 注： ＮＡ 表示该参数无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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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４， 在 ＳＳ 结构和 ＳＲ 结构下， 都有

ＡＩＣＣＨ＋ＱＲＥ ＜ ＡＩＣＣＨ ＜ ＡＩＣＱＲＥ ，这一结论与 ＳＭ 结

构下的结论一致，即在三种结构下，采用认知层级

和 ＱＲＥ 模型相结合的模型拟合供应链成员的决

策行为效果优于仅采用认知层级模型或即采用

ＱＲＥ 的模型． 供应链成员决策行为偏离理论预测

最优原因既在于其过度自信于自我认知层级水

平，无法客观地认识他人认知层级，并且认为他人

的认知层级水平较低，也在于决策者无法准确针

对各类选择做出最优响应．
同时，在 ＳＳ 结构下，有 τｒ ＞ τｓ， 且供应商的

认知层级趋近于 ０；在 ＳＲ 结构下， τｒ ＞ τｓ， 且零

售商的认知层级趋近于 ０． 这一结论与 ＳＭ 结构下

类似，即先行动者的认知层级相对较低且其认知

层级趋近于 ０． 这可以被解读为先行动者在做决

策时没有任何对手信息可以用于参考，无法进行

过多层级的思考，而后行动者可以接收到先行者

的报价信息，有进行较高认知层级思考的条件． 关
于被试定价决策学习效应的相关数据分析见

附录．

６　 结束语

本文研究两级供应链中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

的序列博弈行为，实施管理实验，发现供应链成员

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决策均偏离纳什均衡决策． 主
要采用认知层级理论分析供应链成员的决策行

为，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不同于基于多个决策者

同时博弈的情境下认知层级理论的应用，本文从

考虑决策者的公平感和认知层级的视角构造了供

应链成员在序列博弈情境下的决策行为模型，并
在给出了供应链成员的均衡决策，丰富了在供应

链情境中考虑决策者认知层级的研究成果． 其次，
分别构造了认知层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以及认

知层级与有限理性的综合模型解读供应链成员的

定价行为，发现综合模型可更好地解释决策者的

定价决策行为；并且，后行动者的认知层级相对较

高，这是因为先行动者在做决策时没有任何对手

信息可以用于参考，无法进行过高认知层级的思

考，而后行动者可以接收到先行者的报价信息，有
进行较高认知层级思考的条件． 因此，影响被试行

为的主要行为因素是削弱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

的有限理性因素和削弱供应链成员相互一致

性，即供应链成员无法总是对其他决策者的行

为做出最优决策，会高估自我认知层级，而低估

其他决策者的认知层级，表现出关于认知层级

的过度自信．
本文的研究结论暗含的管理启示如下． 决策

者需正确地认知自己以及对手的认知层级，可以

避免认知层级方面的过度自信造成的损失． 并且，
决策者存在无法做出最优反应的有限理性偏差行

为，因此可借助决策辅助系统缓解，甚至消除该偏

差． 特别地，处于序贯博弈情境中的决策者需要认

知到相对于先行动者，后行动者的认知层级较高

带来的影响． 上述管理启示无论是在供应商和零

售商各自决定批发价和零售价的供应链结构情境

下，还是在批发价和零售价均由供应商或零售商

决定的情境下均成立．
可继续探究如下问题． 第一，相对于本文实验

情景中每一轮均随机匹配一个供应商与一个零售

商，通过固定每一轮匹配的供应商与零售商，可构

造认知层级具有学习效应的行为模型，分析供应

链成员的不同认知层级如何影响供应链成员的定

价决策行为，探究是否存在供应链成员的利润与

其认知层级水平呈倒 Ｕ 型关系，即如果供应链成

员试图变得太“聪明”，承担了太多思考步骤反而

使自身利润受损，从而与 Ｃｕｉ 和 Ｚｈａｎｇ［３］ 探讨的

供应链系统中同时决策产能分配决策情境下倒 Ｕ
型关系相呼应． 第二，本文仅考虑两级供应链情

景，探究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决策行为，并未涉及

到政府和消费者，无法从这两个角度给出关于改

善社会福利、消费者效用合理的管理启示． 利用认

知层级模型，从政府和消费者的层面进行分析值

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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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ｐｏ⁃
ｎｅｎ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ｍｏｖｅｒ’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ｍｏｖ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ｖ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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